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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政策文件来看,有关安全与发展的话题对中国来说越来

越重要。统筹安全与发展提出已经有几年,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是

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统

筹发展和安全放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高度。以前确实

也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但把它的高度放到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

一部分,进一步凸显了它当前的重要性。文件的第13部分专门探讨了这

个话题,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另外就是

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也是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一文件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

局审议了《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也提出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显然是相互

呼应的。最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似乎也具有国际意义。例如,习近平主

席2021年9月21日在第76届联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21
日又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尽管内容并非完全新的,但却

是以更加系统性的倡议而提出。这些重要文件和讲话体现了发展与安全

的关系,也表明处理好这对关系对处于当前阶段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如果跳出中国的语境,发展与安全在逻辑上

和理论上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理论视野下安全与发展可能存在三类比较复杂的关系。第一类就是

相互增强、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关系。如果两者只是停留在这一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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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可能处理起来还比较容易,或者说根本就不用进行

统筹或者处理。之所以需要统筹还是因为第二类关系,即需要进行权衡

取舍(tradeoff),因为资源是相对有限的。第三类是一种非静态关系。前

两种关系是把这两个概念单拎出来看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但国家存在于

战略互动的空间,一国的选择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另外,将时间段拉长的

话,它一定也是一种动态关系。

具体而言,就第一类关系而言,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增强关系很好理

解,即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没有

财富就没有权力、影响力或者国家安全的基础。像米尔斯海默等人说的,

财富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反过来,没有一个相对基本的安全可能也很难

发展。极端的情况比如像霍布斯描述的完全没有安全的“自然状态”,是不

可能有经济生活的。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实现

持续而稳定的发展。因此,发展与安全呈现互为基础、相互增强的关系。

该层面的关系非常直观,也容易理解。但如上所述,如果只存在相互增

强这一层关系,那其实是不需要进行统筹的。关键问题在于两者还存在

第二类的需要进行权衡取舍的关系,即在很多情况下,资源是相对有限

的,因而会面临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借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来

看,发展与安全存在边际效益递减。投入发展的资源越来越多,其边际

效益可能呈现递减趋势。另外,投入安全的资源越来越多时,其边际效

益也可能呈现递减。这类关系也存在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学习国际

关系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大炮对黄油”的权衡。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如果资

源配置过于失衡,就会造成问题。像冷战时期苏联过于倾向军工重工,长

期来看最后确实导致了很大的问题。第二种机制可能更多是在经济层面

的韧性和效率问题。增强韧性要突出的是自主、是冗余。但冗余和效率是

相悖的,效率注重的是分工、是相互依赖,强调要没有冗余。冗余会提高韧

性、降低脆弱性,但是也会降低效率。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平衡。

这两类关系实际上都是处于静态的环境中。但国家实际上是处于互

动的关系中,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的经典概念。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

比较强大时,那无论是否公平,如果其他国家感到威胁,那它们可能要想

办法限制、遏制该国的发展。此时,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反而会削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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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或是对发展造成很大的挑战。随着自身发展,本国对安全的期待

也会上升或膨胀,即安全目标不断地随着自身发展而变化。这类似于心

理学中的“相对剥夺感”,虽然自身越来越强大,但自身的安全目标也越来

越高、越来越宏大,反而会导致自己觉得越来越不安全。经典的现实主义

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认为国家的目标有两类,一类是占

有性目标,例如领土、资源等,这些具有排他性。另外一类是环境性目标,

例如对自身有利的权力格局与秩序等。随着国家的发展,一开始的目标

可能更多的是占有性的,即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等。但当自身越来越

强大后,国家可能想要塑造环境,即追求环境性目标。如果能够塑造环境,

无疑会使自身感觉更加安全。但可以在沃尔弗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重

要的目标维度,即改造他者。像美国在自身强大后就试图改造他国,将他

国塑造为自我偏好的角色。这对本国来说将会更加安全。因此,国家的安

全目标随着自身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而呈现出追求“自我安全—塑造环

境—改造他者”的日益膨胀与上升,尽管这最终未必有利于自我安全。以

美国为例,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美国独立日的经典讲话,表明美

国要独善其身,不会参与外部事务,尤其是欧洲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

随着二战的蔓延和法国的陷落,小罗斯福时期美国已经具有某种环境性

目标,更加强调安全就是环境是否对自身有利、是否对自身友好,而不再

仅仅是美国自身的领土完整与独立等。2005年,小布什第二任期刚开始

时呈现出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即自由议程,要结束所谓“世界的暴政”。

因此,可以看出随着自身的发展,本国的安全目标与安全期待也在上升与

膨胀。当然这其中也会有“退化”的情况。比如,最近布林肯和拜登政府一

些其他官员的讲话也表明,美国并不企图“改变”中国,但还是强调要“塑

造”能够制约中国行为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战略环境。这可能就是倒退

到了“塑造环境”这一步,改造他者的冲动相对弱化。

最后,简单对比一下几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于战略机遇期的提法。

相比于2006年的“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014年强调要“维护和

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强调要“统筹维护国家安全与

塑造国家安全”。其中,塑造环境的意味似乎越来越突出。中国在发展和

安全上的目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11日的政治局集体学

习时所说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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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动”,“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前面谈到的发展与安全的

关系对中国来说也是挑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去应对这些挑战,这不

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对国际政治知识

和理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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